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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科技创新效率的格局演变与动力机制
吴国栋1，温展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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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使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度广东省2006－2019年的科技创新效率，并对其时空演化特征、阶段、发展类型及动力机制进行分析。结果表明：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过程具有整体性向前、阶段性波折、峰谷值交替的特征，可分为粗放型发展、转型升级、可持续发展3个阶段；科技创新效率的演变类型可划分为平稳型、上升型和波动型3种类型；根据演化的驱动因素，可分为资源驱动、技术驱动、政策和技术双轮驱动3种动力机制。根据分析结果，从布局城市群科技创新生态圈、科研资源投入的多元化、建构区域科技创新治理体系等方面提出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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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ttern Evolution and Motivation Mechanism of Guangdong'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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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s an important engine for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an important guarantee for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his study uses the super-efficiency 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efficiency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9. On this basis, it analyzes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evolution characteristics, stages, development types and dynamic mechanisms of Guangdong Province's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velopment characteristics and development stages, the spatial-temporal evolution process of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 Guangdong Province from 2006 to 2019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overall forward, phased ups and downs, and alternating peaks and valleys.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stages, namely extensive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volution type, the evolution type of Guangdong Province's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from 2006 to 2019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types: stable, rising, and volatil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riving factors of evolution, it can be divided into three power mechanisms: resource-driven, technology-driven, and policy and technological two-wheel drive.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results, this paper proposed countermeasures and suggestions in terms of the layout of th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cosystem of urban agglomerations, the diversification of scientific research resources,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 regional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governan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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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也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广东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既是我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同时也是科技创新最活跃的地区之一。2006年以来，广东的科技创新投入逐年提高，R&D占广东省生产总值(GDP)比重从2006年的2.2%提高到2019年的2.8% 。至2020年，尽管广东省的科技创新能力已连续4年居全国首位[1]，但仍存在知识原始创造能力短板、区域科技创新高度极化以及地区失衡等问题[2]。高质量经济发展需要高质量科技创新的驱动和引领。创新效率作为衡量科技创新质量的重要指标，可兼顾科技创新投入和科技创新产出[3]。因此，建立一套符合广东省情的科技创新效率定量评估体系，深入研究广东省科技创新发展效率以及时空演变特征与动力机制，同时针对广东省科技创新发展难题提出有针对性的策略，对在当前创新发展格局下进一步保障广东省科技创新质量、协调区域创新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1  文献综述

国内外已有学者尝试通过建立数学模型来综合评价科技创新效率。在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方面，徐维祥等[4]运用TOPSIS熵权法、空间自相关、趋势面、空间引力模型分析农业科技创新的时空演进特征；李影等[5]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探究科技创新效率的空间演变规律。在科技创新效率的动力机制方面，鲁亚运等[6]运用随机前沿模型测算2011－2016年我国沿海省份海洋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并引入时滞效应分析创新效率的驱动因素；吴淑娟等[7]运用DEA-Malmquist模型和固定效应回归分析法测量广深科技创新走廊的智能效率并实证其智能效率的来源和影响因素。目前针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科技创新效率的评价以及提升措施，如倪志敏等[8]运用SE-DEA模型对2018年广东省21个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得出各地市科技创新效率排名，张文龙等[9]分别采用随机前沿生产函数法和核密度估计法评估广东省中医药科技创新的静态效率和动态效率，但是，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变特征以及与之对应的动力机制缺乏系统性的研究。本研究使用超效率数据包络分析（DEA）模型测度广东省2006－2019年科技创新效率，并刻画其跨期动态变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分析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时空演化发展阶段、发展类型及动力机制，以及测算广东省整体及其各城市科技创新效率。

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方法与模型选择

数据包络分析法适用于解决投入与产出相对有效性综合评价的问题[10]。本研究主要采用DEA模型中的C2R模型以及超效率DEA模型。

（1）C2R模型。对于n个决策单元，每个决策单元有m个输入和s个输出，针对第j0个决策单元进行效率评价的DEA-C2R模型如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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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1）中：[image: image2.wm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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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别为优化过程中引入的松弛变量和剩余变量。

为方便起见，式（1）中各下标（j0）统一用（0）表示。如果DEA-C2R模型的最优解满足[image: image6.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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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DMU0为DEA有效；如果最优解满足[image: image9.wmf]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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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DMU0为非DEA有效。

（2）超效率DEA模型。在计算效率值时，C2R模型常会出现多个决策单元相对有效的情况，从而无法对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比较分析。为对多个有效决策单元进行排序，Andersen[11]提出将被测单元排除在参考集之外，使得有效DMU的效率值可以大于1，而非DEA有效的决策单元效率值将与C2R模型的评价结果保持一致，以达到区分有效决策单元的目的，这就是超效率的概念。超效率DEA模型如式（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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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指标选取与数据来源

从经济学的角度讲，投入产出效率是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当成本既定收益大，或成本小时，才实现了投入产出有效。为了测度科技创新效率，须选择相应的投入产出指标及其数据。在投入指标方面，本研究设定资源、劳动力和资本作为3个基本的投入要素。参考李俊霞等[12]、张鹏等[13]的研究，资源投入指标选取R&D活动的企业数、地方财政在科学技术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劳动力投入指标选取R&D项目(课题)参加人员折合全时当量（人年）；资本投入指标选取R&D项目(课题)经费内部支出（万元）和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科技创新是指从一种新思想的产生到研究、发展、试制、生产制造直至首次商业化的过程，其中任何一个阶段的产出指标都可作为科技创新产出，主要包含直接产出和间接产出。参考尹洁等[14]、傅春等[15]的研究，采用科技论文发表篇数、有效发明专利数直接衡量科技创新的产出，采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和城市技术创新指数间接体现科技创新的产出。
考虑到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指标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的面板数据，数据来源于历年的《中国科技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统计年鉴》和北京大学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的城市创新指数。

在科技创新投入转化为产出的过程中存在着滞后效应, 即科技创新投入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才能转化为科技创新成果，这种滞后效应对于评价科技创新效率的准确性影响较大。为了提高评价的准确性,引入阿尔蒙多项式法，确定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中的投入变量与产出变量之间的滞后期大约为1年，因此对投入与产出数据的对应年份进行处理，当计算第t年的科技创新效率值时，以第t＋1年的产出为第t年的产出。

3  实证研究

3.1  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时空格局演化分析
3.1.1  科技创新效率时间动态演化特征

运用MATLAB计算得到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具体结果如表1所示，1可以看出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具有整体性、阶段性、周期性的特征。从整体上看，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水平呈现先下降后平稳上升的态势，效率的峰值出现在2008年，为1.732；效率的谷值出现在2011年，为0.473。分阶段来看，“十一五”期间属于粗放型发展阶段，呈现倒“V”型变化特征，2007－2008年科技创新效率值上升了0.605，2008－2009年科技创新效率值下降了1.181；“十二五”期间属于转型升级阶段，呈现稳步提升的特征，效率值先是从2011年的0.473上升到2015年的0.608；“十三五”时期属于可持续发展阶段，呈现波浪式上升的特征，在盘旋中行稳致远；“十三五”期间，效率值从2005年的0.602持续增长到2018年的0.857，2019年有所回落，为0.667。总体上，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发展的效率值曲线呈现出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向前、阶段性波折、峰谷值交替的周期性运动。

表1  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

	期间
	年份
	综合效率
	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报酬
	超效率

	“十一五”
	2006
	1.000
	1.000
	1.000
	不变
	1.128

	
	2007
	1.000
	1.000
	1.000
	不变
	1.127

	
	2008
	1.000
	1.000
	1.000
	不变
	1.732

	
	2009
	0.551
	0.688
	0.801
	递减
	0.551

	
	2010
	0.612
	0.634
	0.965
	递减
	0.612

	“十二五”
	2011
	0.473
	0.697
	0.678
	递减
	0.473

	
	2012
	0.504
	0.815
	0.618
	递减
	0.504

	
	2013
	0.519
	0.889
	0.583
	递减
	0.519

	
	2014
	0.535
	0.926
	0.578
	递减
	0.535

	
	2015
	0.608
	0.901
	0.675
	递减
	0.608

	“十三五”
	2016
	0.602
	0.928
	0.649
	递减
	0.602

	
	2017
	0.625
	0.935
	0.668
	递减
	0.625

	
	2018
	0.857
	1.000
	0.857
	递减
	0.857

	
	2019
	0.667
	1.000
	0.667
	递减
	0.667

	平均值
	0.682
	0.887
	0.767
	不变
	0.753


3.1.2  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空间格局演化特征

结合2006－2019年广东省各个城市科技创新效率值，分析“十一五”“十二五”“十三五”期间广东省21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分布情况，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广东省21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效率空间格局，“十一五”期间总体呈现珠三角区域强劲，效率值沿粤东西北部递减的布局，排名前6位的城市均属珠三角区域，分别为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江门，粤西地区阳江表现较好，效率值为1.51、排名第7位，粤东地区潮州表现较好，效率值为1.38、排名第8位，粤北地区河源表现较好，效率值为1.16、排名11位；“十二五”期间，出现珠三角区域科技创新实力进一步增强，与粤东西北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景象，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依旧保持良好的增长势头，中山、汕头、惠州异军突起；“十三五”期间，湛江、汕尾、阳江异军突起，除了云浮、河源、清远、梅州，其余地区都是呈增长态势，其中广州、深圳、东莞、佛山、珠海依然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深圳在科技创新方面赶超广州，综合排名第1位。

表2  2006－2019年广东省各市科技创新效率空间分布

	所在区域
	城市分布
	“十一五”期间
	“十二五”期间
	“十三五”期间

	
	
	效率值
	排名/位
	效率值
	排名/位
	效率值
	排名/位

	珠三角
	广州
	4.04
	1
	4.10
	1
	4.24
	2

	珠三角
	深圳
	2.39
	2
	3.06
	2
	4.27
	1

	珠三角
	东莞
	2.17
	3
	3.02
	3
	3.25
	4

	珠三角
	佛山
	1.96
	4
	2.37
	4
	3.26
	3

	珠三角
	珠海
	1.91
	5
	2.26
	5
	3.17
	5

	珠三角
	江门
	1.72
	6
	1.64
	9
	1.79
	8

	粤西
	阳江
	1.51
	7
	1.46
	10
	1.50
	11

	粤东
	潮州
	1.38
	8
	1.09
	14
	1.45
	13

	珠三角
	中山
	1.32
	9
	1.96
	6
	1.80
	7

	粤东
	汕头
	1.23
	10
	1.76
	7
	1.45
	12

	粤北
	河源
	1.16
	11
	0.99
	15
	1.09
	18

	粤北
	清远
	1.08
	12
	0.99
	17
	1.12
	17

	珠三角
	肇庆
	1.06
	13
	1.23
	12
	1.41
	14

	珠三角
	惠州
	1.03
	14
	1.72
	8
	2.16
	6

	粤东
	汕尾
	0.95
	15
	1.33
	11
	1.70
	10

	粤东
	揭阳
	0.92
	16
	0.84
	18
	1.16
	16

	粤北
	云浮
	0.84
	17
	0.68
	21
	0.96
	19

	粤北
	梅州
	0.76
	18
	0.78
	19
	0.75
	21

	粤西
	湛江
	0.75
	19
	1.15
	13
	1.75
	9

	粤北
	韶关
	0.71
	20
	0.73
	20
	0.78
	20

	粤西
	茂名
	0.65
	21
	0.99
	16
	1.23
	15


探寻深圳科技创新高效发展的密码，深圳科技创新实力雄厚，高新技术产业门类齐全，国家级科技创新发展示范区等政策叠加优势明显，这些对于区域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是千载难逢的绝佳发展机遇。深圳全力打造科技产业矩阵，科技产业结构日趋优化，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壮大，科技创新成为当地经济发展新的增长极。

从城市间科技创新效率演化类型来看，如表3所示，可分为平稳型、上升型和波动型3种类型。平稳型地区包括韶关、梅州，这两个城市的科技创新效率保持相对平稳状态，波动幅度较小；上升型地区主要是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湛江、汕尾、肇庆、茂名、揭阳，这些城市一直保持强劲的增长势头；波动型地区包括江门、阳江、汕头、潮州、清远、河源、云浮，其中汕头和潮州地区的波动幅度较大。

表3  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演化类型

	 类型
	城市
	“十一五”期间
	“十二五”期间
	“十三五”期间

	平稳型
	韶关
	0.71
	0.73
	0.78

	
	梅州
	0.76
	0.78
	0.75

	上升型
	深圳
	2.39
	3.06
	4.27

	
	广州
	4.04
	4.10
	4.24

	
	佛山
	1.96
	2.37
	3.26

	
	东莞
	2.17
	3.02
	3.25

	
	珠海
	1.91
	2.26
	3.17

	
	惠州
	1.03
	1.72
	2.16

	
	湛江
	0.75
	1.15
	1.75

	
	汕尾
	0.95
	1.33
	1.70

	
	肇庆
	1.06
	1.23
	1.41

	
	茂名
	0.65
	0.99
	1.23

	
	揭阳
	0.92
	0.84
	1.16

	波动型
	江门
	1.72
	1.64
	1.79

	
	阳江
	1.51
	1.46
	1.50

	
	汕头
	1.23
	1.76
	1.45

	
	潮州
	1.38
	1.09
	1.45

	
	清远
	1.08
	0.99
	1.12

	
	河源
	1.16
	0.99
	1.09

	
	云浮
	0.84
	0.68
	0.96


3.2  科技创新效率演化动力机制分析

3.2.1  托宾回归模型
科技创新效率的驱动因素错综复杂，其中投入是驱动产出的首要因素。同时，根据傅春等[15]的研究，政府干预程度和当地的技术水平亦是影响科技创新产出的关键外部因素。因此，本研究以科技创新效率作为因变量，选择劳力投入、资本投入、政府干预程度和技术水平作为自变量（见表4）。托宾（Tobit）回归模型是专门处理因变量受限的模型，模型形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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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式（3）中：yit表示测算出来的广东省第i个城市在时间t的科技创新超效率值，i =1,2,...,21，t =2006,2012,...,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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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误差项。

表4  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驱动因素定义

	统计变量
	变量名称
	变量符号
	定义
	单位

	因变量
	超效率
	Y
	科技创新效率值
	

	自变量
	劳力投入
	Lab
	R&D项目(课题)参加人员折合全时当量
	人年

	
	资本投入
	GS
	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强度(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
	

	
	政府干预程度
	GOV
	地方财政在科学技术方面的支出占财政一般预算支出的比重
	

	
	技术水平
	TEC
	城市技术创新指数（北大企业大数据研究中心编制）
	


运用Stata 15 软件对广东省2006－2019年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Tobit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总体上，劳力投入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负向影响但不显著，资本投入、政府干预程度、技术水平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分阶段来看，“十一五”期间，劳力投入、资本投入、技术水平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资本投入的影响系数为7.75，远大于其他两者；“十二五”期间，劳力投入、资本投入、政府干预程度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影响但不显著，技术水平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为11.99；“十三五”期间，劳力投入、资本投入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影响但不显著，政府干预程度、技术水平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影响系数分别为0.39、0.248。可见，劳力投入、资本投入、政府干预程度、技术水平均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影响，但影响的方向、影响的程度因阶段而异。
表5  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的回归结果

	驱动因素
	总体
2006－2019
	“十一五”
2006－2010
	“十二五”
2011－2015
	“十三五”
2016－2019

	劳力投入
	−0.501

（−0.91）
	0.233**
（0.81）
	0.248

（1.44）
	−0.014

（−0.19）

	资本投入
	0.008***
（0.55）
	7.750**
（3.11）
	−12.735

（−2.29）
	0.089

（0.11）

	政府干预程度
	0.084***
（0.79）
	0.099

（0.11）
	0.250
（0.83）
	0.390***
（1.98）

	技术水平
	0.011***
（1.31）
	0.016***
（0.91）
	11.990***
（3.91）
	0.248***
（1.44）


注：1）*、**、***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水平；2）括号内的是相应的Z检验值。
3.2.2  科技创新效率演化动力机制分析
Tobit模型回归结果表明，在不同时期，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不同的驱动因素，且驱动力的大小和方向有所差异。结合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发展的时代背景及出台的相关政策，构建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演化动力机制，如图1所示。






图1  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演化动力机制

（1）资源型驱动，即资源依赖型的科技发展模式。“十一五”期间，广东省科技进入到快速发展的时期，21个城市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发展科技。2006－2008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值持续上升，但这个时期的科技发展对资源禀赋的依赖性较强，粗放型的科技发展模式面临着资源枯竭、环境容量有限、自主创新能力不足等瓶颈的制约，因此2008－2009年科技创新效率呈现下降的情况。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逐步深入人心，2009－2010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有了新的转机，劳力投入和资本投入均对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可见，影响这一阶段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变化的主导因素为资源的利用和投入，但转型升级是资源依赖型地区或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2）技术型驱动，即技术驱动型的科技发展模式。罗默[16]的内生增长理论指出，知识、技术和创新是经济增长动力。“十二五”期间，广东省的劳力投入、资本投入、政府干预程度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技术水平对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的影响，可见，驱动“十二五”时期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变化的主导因素为技术水平的发展情况。“十二五”期间，广东省提出了要力争实现创新型广东建设取得重大突破，自主创新能力居全国前列，建成自主创新示范省，初步建成亚太地区重要区域创新中心，走出广东特色的创新驱动发展路子的目标任务，并取得了一些重大的技术突破和重点成果。
（3）政策-技术双驱动双升级，即“双驱动-双升级”的科技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决定，而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法治建设作为主题，作出全面依法治国的重大决定，由此，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的新局面展现在历史的舞台。科技发展方面，广东省坚持改革与法治双轮驱动，开创政策法规工作新局面，劳力投入、资本投入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不显著，但政府干预程度、技术水平对科技创新效率有显著的影响，由此可见，“十三五”期间以科技发展政策的革新和法制化为主、技术创新升级为辅的双驱动因素影响着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的变化。2017年广东省印发了《广东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十三五”规划》，指出战略性新兴产业代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方向，是培育发展新动能，获取未来竞争新优势的关键领域，此后，广东省的科技政策逐步升级，科技发展再上新台阶。

4  研究结论和政策建议

4.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使用超效率DEA模型测度广东省2006－2019年科技创新效率，在此基础上对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时空演化的特征、阶段、发展类型及动力机制进行了分析，主要结论如下：

（1）从时间序列演化的角度来看，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发展的效率值曲线呈现出曲折性和前进性的统一，体现了一种整体性向前、阶段性波折、峰谷值交替的周期性运动变化规律，可划分为粗放型发展（“十一五”期间）、转型升级（“十二五”期间）、可持续发展（ “十三五”期间）3个阶段。

（2）从空间格局演变的角度来看，整体上区域科技创新发展效率不协调，珠三角区域一枝独秀，粤东西北地区长期处于科技创新发展效率不佳的行列；同时，探寻发现深圳科技创新高速发展主要得益于政策红利叠加释放，打造了比较完整的科技产业矩阵，可供国内其他地区参考借鉴。
（3）从演化类型来看，可将2006−2019年广东省21个城市科技创新效率的演变类型划分为3种，平稳型为韶关、梅州，上升型为深圳、广州、东莞、佛山、珠海、惠州、湛江、汕尾、肇庆、茂名、揭阳，波动型为江门、阳江、汕头、潮州、清远、河源、云浮。

（4）从演化机制来看，可将2006−2019年广东省科技创新效率演变的动力机制划分为3种来源：资源驱动（“十一五”期间）、技术驱动（“十二五”期间）、政策和技术双驱动双升级（“十三五”期间）3种动力机制。

4.2  政策建议

（1）布局城市群科技创新生态圈，缓解极化和失衡问题。区域科技创新高度极化和地区失衡现象是一个协调发展问题，创新高度极化地区会带来房价持续上涨和城市交通拥堵等问题，还会导致劳动者分层问题，即高素质人才倾向于从创新相对落后区向创新相对先进区流动和聚集，最终加剧区域发展的不协调程度。在协调区域科技创新发展上，广东省应该摒弃先极化后扩散的发展思路，通过协同干预、布局以城市群落为核心的科技创新生态圈，圈内竞合互补共赢，来扭转科技创新效率的地区失衡问题，以抵消创新高度极化所带来的消极影响。科技创新效率相对平稳的城市应集中力量，重点扶持一批发展前景好、创新能力强的企业，通过专项财政扶持做好高层次人才的引进、培育、留存，研发经费、人员的精准投入等工作，来催生一波科技创新“杀手锏”的诞生。科技创新效率波动型的城市应先识别影响波动的关键因素，对于阻碍因素予以排除，对于动力因素予以强化。

（2）以多维驱动构建区域科技创新治理体系。政策支持是广东省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驱动力，面向“十四五”时期的动力机制，可着手搭建技术、政策、产业、资金多维驱动创新格局，进一步对省级科技计划管理体系进行战略性改革调整，形成科技机构、平台、项目、人才、企业、成果等全方位、多元化的省级科技计划支撑体系，进一步解决科技创新资源分散、重复、低效等问题，提高科技投入效能。通过加快新一轮改革，将省级科技管理部门工作重点由项目管理转到政策研究、规划布局、统筹协调和监督管理上来，实现从科技管理向创新治理，从研发管理向创新服务，从项目管理向协调联动的根本性转变，力争在科技管理体制改革上走在全国前列。发挥两种制度优势，以技术创新链条拉动、金融创新渠道输送，构建立足本省，服务大湾区，辐射南海，放眼全球的区域科技创新治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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